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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道家“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

高 文 强　 　 　 李 艳 萍

摘　 要：“无为”是道家核心概念之一。 自老子将其哲学化建构后，经过历代道家的阐释和解读，已经形成相对固定

的价值体系。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无为”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开始发生动摇，甚至其本身都消隐于救国

图强的时代语境中。 循此线索，以鸦片战争、维新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三个重要的时代节点为坐标轴，通过梳理发

现，近代“无为”概念的发展经历了承接古典、中西互证、意义悖反三阶段，主要表现为与“经世”“自由”和“建设”三
个时代主题的交融互释。 在彼此交融中，“无为”一方面获得了全新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合理性也逐渐

退缩，最终从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观念衍化为具体时空下的特定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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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为”在现代汉语中通常与“慵懒”“碌碌”等
词连用，表示无所作为的意思。 事实上，“无为”曾

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文化概念。 春秋已降，“无
为”便广泛存在于各种思想系统和文化潮流中，并
不断被历代思想家所接受和解读。 尤其是老庄道家

的哲学化建构，更使得“无为”成为实现道家中心价

值的“原则性方法”。①相较于古典时期，近代以来，
“无为”概念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呈现

出多样的意义解读，另一方面，其意义空间又不断被

压缩，并最终成为束之高阁的历史遗物。 可以说，
“无为”内涵的这一矛盾发展，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困境中产生的特殊产物，值得关注。 因此，本文将通

过鸦片战争时期、维新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个

时段来对“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轨迹及其文化意

义等相关问题做若干讨论。

一、“天不变，道亦不变”：“无为”与
“经世”的相济互用

　 　 １８４０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的坚船利

炮使得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破产，也打破了清

朝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 古老的城门被迫开

放，清政府内部腐败的统治、落后的生产、严重的社

会危机愈加凸显。 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城下之

盟的屈辱，使国人深刻意识到原本存而不论的“四
夷”其各方面实力已经远远超过自诩为中心的“天
朝”。 国家内外危机重重。 面对如此困境，士大夫

们不得不痛定思痛，“重新标举清初实学的经世致

用精神，要以传统的重实用的思想，在封建国家的危

机面前寻求一条革新除弊的道路”②。 于是，在经世

致用的时代潮流下，“无为”概念的内涵和意义也随

之改变。
魏源是近代中国首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

子之一，他本着经世致用的社会改革原则，赋予《老
子》以“救世”的责任和价值。 在魏源这里，“无为”
是一剂救世治国的药方，能够帮助清政府“诊治调

息以复养其元”③。 面对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困局，他
认为其病症首先在于为官者唯利是图。 究其原因，
就是不能“以无欲为体，以无为为用” 。“无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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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不可分离的体用关系，偏执其中任何一

方，都会导致对老子的误读。 “诸子不能无欲，而第

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 庄

周无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

无之不离乎有也。 故庄、列离用以为体，而体非其

体，申、韩、鬼谷、范蠡离体以为用，而用非其用，则盍

返其本矣！”④庄子、列子舍无为而无欲，使无欲成为

虚无之学；申、韩、鬼谷、范蠡等人舍无欲而无为，又
使无为成为机巧之术。 这两种偏差都会导致社会的

混乱。 特别是后一种“舍无欲而无为”，更是清末社

会不治的主要原因。 《默瓠下·治篇十一》中“鄙
夫”的行为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时社会“舍无欲

而无为”的状况。 “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

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 所陈诸

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 以宴安鸩

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

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

觉。”⑤鄙夫以“富贵”“私党”为人生目标，于此目标

无益之事他们一律不作为。 他们的人生看似“无
为”，实则“有为”，其“为”是建立在私欲私利、富贵

权力基础上的“为”。 正是在此基础上，魏源反复强

调“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⑥。 那么，无欲无为

是否拱手默坐，拒绝所有欲望呢？ 魏源指出：“其

‘无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
‘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
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于地也；
‘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
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

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为进，以胜为不美，以无用为

用；孰谓‘无为’不足治天下乎？”⑦魏源并不排斥正

常生活所需的“用”，也并非理想化地不用兵、不治

国，他在结合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经世救国”为

原则赋予《老子》之“无为”以合理性。 如果说“无
为”在《老子》中还具有“理想性”，是一种似有实无

的原则性方法，那么在魏源这里，“无为”就是具体

可行的治国方法，是改革社会痼疾的一剂汤药。
同为经世学代表人物的曾国藩，又将“无为”置

回修养心性之域。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将空谈

心性的理学与主张富国强兵的经世之学结合，以维

护封建纲常伦理为主要目的，兼容吸收各种实用理

论与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 诚如赵载光先生所说，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始终围绕着修己治人的伦理政

治核心”，“他的经世之学把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与

修己治人的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他自己称之为礼

学”。⑧于是，“无为”概念在曾国藩思想中首先表现

为心性修养与实事实功的结合。 一方面，在经世思

想影响下，曾国藩指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

力劳苦为第一义”⑨，并屡屡强调“勤”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曾国藩亦注意到，“勤”还需要道家心性

修养功夫加以调节。 同治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

道：“是日见纪泽儿体气清瘦，系念殊深。 或称其读

书太勤，用心太过，因教以游心虚静，须有荣观宴处

超然之义。”⑩同年三月致沅弟信中再次指出：“而
治事之外，此中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 二者并进，
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这里的游心虚

静、豁达冲融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无为”思想的具体

表现。 尤其是“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正是其礼学思

想的典型观念，是实事实功与修己治人的有效结合。
同时，曾国藩在其日记中指出：“思圣人有所言，有
所不言。 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
其所不言者也。 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

者也；虚无、清净、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 吾人

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
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

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无为”作为圣人不言

的内容之一，当以之为体，存之于心。 可以说，曾国

藩以体用关系论说道家与其他诸子之学，其旨亦在

实现其礼学思想中心性与经世的整合。
总的说来，魏源、曾国藩等士大夫作为晚清经世

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

一批知识分子。 在洋枪洋炮的冲击下，他们被迫走

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从“师敌长技以制敌”“师夷

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器变道不

变”的改良主义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

想，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主要停留在“技”的层面，对
中国传统之“道”则自觉当起卫道者的角色。 与此

相应，他们对“无为”概念的阐释和转换也无法脱离

传统思想的框架。 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无为”
概念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其意义内涵主要是承接

古典，经世价值并未超出传统道家的“无为”观念。

二、“欲明其理，请征泰西”：“无为”与
“自由”的相通互证

　 　 正如前文所述，鸦片战争的炮火虽然轰开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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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国的城门，但是并未打破封建士大夫重振王朝

的理想。 他们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技”和“器”来
挽救大清王朝，以回到以往“天朝上国”的盛世。 然

而，１８９５ 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大清“同光中兴”的短暂“治世”彻底结束。 清政府

内部财政拮据，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外部列强紧逼，
疯狂割地，中国的巨额赔款更是使千疮百孔的近代

中国雪上加霜。 可以说，相比洋务运动时期的“自
强求富”，此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

家，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体西用”并不足以

解决根本问题，在学习西方之“用”的基础上，更重

要的是学习西方之“体”，只有从政治制度、思想文

化、价值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才能为衰败的古

老国家找到出路。 于是，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维新变法之

路。 他们托古改制，借传统文化宣传变法主张，使得

中西学的交融更为密切，也更为深入。
作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对“中体西用”及

“西体中用”的做法都不赞同。 他指出：“体用者，即
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

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

也。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

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

中西学之间的相通。 相反，严复正是以此为突破点，
使中西学互证互存，既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也为西学的传入打下基础。 正如曾克耑在《老子评

语·序》中所说：“严子尝言，必博通译鞮之学，而后

可读吾先儒之书，往往因西哲之启迪而吾说得以益

明。”同时，相较于儒家，严复显然对道家思想有更

浓厚的兴趣，在《老子评语》和《庄子评语》中，他将

道家思想与近代西学相比附，使道家思想呈现出不

同于以往注疏的新义，尤其是道家元典核心概念

“无为”更是成为严复中西互证的典型。
在评《庄子·在宥》 “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

下，莫若无为”时，严复指出：“法兰西革命之先，其
中有数家学说正复如是。 如 Ｌａｉｓｓｅｒ Ｆａｉｒｅ ｅｔ Ｌａｉｓｓｅｒ
Ｐａｓｓｅｒ，（译言放任放纵）。 乃其时自然党人 Ｑｕｅｓｎａｙ
契尼（号称孔子）。 及 Ｇｏｕｒｎａｙ 顾尔耐辈之惟一方针

可以见矣。 不独卢梭之摧残法制，还复本初，以遂其

自由平等之性者，与庄生之论为有合也。”通过这

句点评，严复展现了“无为”概念在他哲学思想中的

核心意义：一方面，“无为”与西方重农主义魁奈、古
尔奈等人“自由放任”的思想相通；另一方面，“无
为”又与卢梭的“自由平等”相合。

在评点《庄子·应帝王》时，严复指出：“郭注

云，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 此解与挽近

欧西言治者所主张合。 凡国无论其为君主，为民主，
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 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
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切听其自由自为，而后

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

之可期。”郭象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儒道

结合的基础上，对《庄子》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将“无
为”与“有为”结合，指出“以性自动”就是“无为”。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无为而治”就是君臣各按自己

的“性分”活动。 具体来说，君主之性是无为而用

下，臣子之性是率性而自用，只要能做到“以性自

动”，那么，君主和臣子都是“无为”的。 显然，严复

对郭象注“无为”的思路是赞同的。 因此他说：“上
必无为而用天下者，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

其自由也。 下必有为为天下用者，凡属国民宜各尽

其天职，各自奋于其应尽之务也。”当然必须注意

的是，严复并非全面赞同郭象，只是以之为起点再次

重构“无为”。 事实上，“率性而为”的关键在于如何

定义“性分”。 显然，郭象之“性分”是以维持封建统

治秩序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严复则不同。 他以近代

西方天演进化的理论释“性分”。 在严复看来，“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仅是自然的进化规律，亦是

人类社会的规则。 因此，人类欲生存就必须遵循进

化规律团结进取以自强保种。 正如他在《天演论》
中所指出的，“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 进者存而

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

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 于是，天演进化的学

说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规则，更是人类社会的 “性

分”。 可以说，通过进化论，严复将“无为”之“自由

放任”与“自由平等”的内涵统一起来。 对统治者来

说，“无为”是自由放任，是任民发展；而对人民来

说，“无为”是自由自修，是遵循进化论的法则奋斗

自强。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对“无为”的改造并

非孤立的，而是渗透于他《老》 《庄》评语全文中的。
如《老子·三十三章》，严复点评说：“惟强行者为有

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 孔曰‘知其不可而为之’。
孟曰‘强恕而行’，又曰：‘强为善而已矣’。 德哲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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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第曰‘所谓豪杰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谓断

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 中国之将亡，坐无

强行者耳。” 在天演进化的前提下，“强行”亦是

“无为”。 因为“强行者”是顺应天演进化的规则而

奋发之人，他们的行动是在进化论基础上的 “强

行”，因而也是“无为”的。 这样，通过对“性分”的重

构，严复赋予道家“无为”概念以全新的意义空间，
使其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下获得新的生机。

可以说，严复将中学之“无为”与西学之“自由”
相比附的观点对“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意义重大，
为时人理解“无为”乃至理解道家思想提供了新思

路。 当然，严复对“无为”的改造与其对“自由”的理

解是直接相关的。 在严复这里，“自由”主要指行动

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为”更多

表现在管理方式上，表现为主治者的不干预和人民

自由自为的行动。 既然“无为”的现代转化是基于

对“自由”的理解，那么，当不同主体对“自由”的理

解不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无为”概念呈现出不同的

意义空间。 梁启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梁启超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于严复，正如有学

者所指出的：“严复将自由理解为权力，侧重民主启

蒙和制度启蒙；梁启超则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侧重思

想启蒙尤其是道德启蒙。”于是，梁启超对“无为”
的阐释与严复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梁启超曾界

定“自由”为“奴隶之对待也”。 他说：“人之奴隶

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

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 庄子曰：‘哀莫大于

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

斯为末矣。 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吾不乐焉可以

一旦起而脱其绊也……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

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可见，在梁启超这里，“奴

隶”偏向于精神方面的压迫，是心奴隶，也即人的

“奴性”，这种“奴性”可能是贪图金钱物质的享乐，
也可能是甘愿被压迫役使的怯懦，甚或是情愿贫穷

落后的愚陋……而“自由”正是对心奴隶的超越。
只有除去心中的奴性，将自己看作自由人（梁启超

将其称为“新民”），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自由”。 在

此基础上，梁启超对“无为”的态度也就清晰起来：
当“无为”与“心奴隶”相通时，他极力斥责；而当“无
为”与“自由”相通时，他又倾力赞许。

从“无为”与“心奴隶”相通的方面来说，梁启超

认为“无为”之不为先、无动的特性，造成了国民怯

懦巧滑的性格特征。 如《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所说：
“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
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

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粲然陈于目前也而

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 谭

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

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 言学术则曰

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
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可保也？’” “无动”一词不

见于《老子》。 然而，根据梁启超的论述，大抵“无
动”相当于“无为”。 而这里所谓的“无为”与其说是

行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心奴隶的表现。 正是在精

神方面束身寡过，安于境遇，安于世俗，因此，污吏压

制、虐政残害、外人侵慢，甚至万国富强的成效、列强

瓜分的耻辱都不能使国人为之动容。 梁启超指出，
正是这种不反抗不抗争、无冒险进取的个性，导致了

近代中国的衰败。 因此，改革的第一急务就是“新
民”，而“新民”就要首先破除不为先、无动之“无为”
的流弊。

另一方面，从“无为”与“自由”相通的方面来

说，梁启超又将“无为”视为“奴隶之对待”。 他借助

罗素“创作的冲动”和“占有的冲动”来阐释老子“无
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内涵。 “有的冲动（占有的冲

动）是要把某种事物据为己有，这些事物的性质是

有限的，是不能相容的……创造的冲动，正和他相

反。 是要某种事物创造出来，公之于人。 这些事物

的性质，是无限的，是能相容的……老子的‘生而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所
以老子的哲学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在这

里，“无为”实际上是对心奴隶的超越，将人从物质

财富、权力名誉等私欲中解放出来，“此种生活不以

生活为达到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 换言

之，则为生活而生活———为学问而学问，为劳作而劳

作，再换言之，则一切皆‘无所为而为’”。 因此可

以说，“无为”和“自由”亦是梁启超中西学互证的典

型，二者的相通互证丰富了彼此的内涵，既是面对中

国近代困境的对策，亦是对西方科学万能弊端的

回应。
严复、梁启超作为维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

们对西学的接受较洋务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此时的“西学”不再专指武器制造等“技”的方面，而
是同时涉及体、用两个层次。 与之相应，“无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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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阐释也较前期不同，呈现出中西互证的趋势。

三、革命与建设是否需要“无为”：“无为”与
“建设”相交互斥

　 　 “相交”与“互斥”本来是一组意义相反的概念，
这里将其连用，是为了表明在此阶段“无为”与“建
设”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五四”以后，在“德先

生”和“赛先生”的深情呼唤下，改革旧传统和创建

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时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家

的贫困和落后，大力主张“建设”，呼吁政府机关及

国民个人都要积极投身建设，以“迎头赶上世界各

先进国家”。 当代学者杜维明曾就“五四”以来知

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意识进行过论述：“救亡图存是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必须献身的事业。 这是大

家的共同认识。 在这种氛围、意见气候里，很多其他

的价值都不能突出客观有效性，也不能表现独立

性……凡事一定要和政治救国联系起来，否则就是

奢侈、逍遥、堕落、不负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

围之下，“无为”概念的阐释与转换也必然与政治救

国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更是此时知识分子讨论的焦点。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他

早年极力反对“无为而治”，认为这是“弱者的哲学，
是无力的主张”。 １９１９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上卷）中，胡适将老子哲学看作是革命的政治

学说，并指出“无为”是对当时政治的反动。 “凡是

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 因为

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有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

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胡适将

“无为而治”看作是政治反动，但是，这并不表示他

赞同这种政治主张。 在他看来，“无为”虽然是对君

主和政治不满的委婉表达，但是，这一主张的根本缺

陷在于没有制裁的能力，只是寄希望于“自然法”的
处置，“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

罢”。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胡适对“无为而治”
所表达的消极抵抗的不满和无奈。 同时，胡适将

“无为”与国民性结合，指出在消极无为的观念影响

下，国人形成了听天由命、懒惰怕事的人生观。 因

此，他极力主张国人要改变传统的惰性，树立积极工

作的观念，“工作！ 拼命工作！ 这是我们要向一切

中国人宣传的人生观。 救国做人，无他秘诀，无他捷

径，只有这一句老话”。 正是基于此，胡适将“无

为”与“建设”对立起来，并指出：“无为的观念最不

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 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

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 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

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因此，他大力宣传“计划

经济”“计划政治”，主张政府要积极作为，“用铁路

与汽车路来做到统一，用教育与机械来提高生产，用
防弊制度来打倒贪污：这才是革命，这才是建设”。

胡适早年关于“无为”的主张虽然未必全部获

得时人的认同，但是，对“无为”的批判和对“建设”
的呼吁，大抵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 也正因为如

此，１９３３ 年，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从农村救

济谈到无为的政治》一文，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

烈辩论。关于“无为”和“有为”的问题也成为当时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主题。
如上文所述，胡适曾经是“有为”建设的大力提

倡者。 但是，当他看到盲目建设导致剥削太苛、搜括

太苦、负担太重时，他一改以往对“无为”的批评，主
张“无为的政治”，号召政府以消极救济的方法解除

人民苦痛，减轻人民负担。 他主张通过裁官、停止建

设、裁兵、减除捐税等消极无为的救济，恢复人民的

生活力，并指出：“无为的政治是大乱之后回复人民

生活力的最有效方法，是有为政治的最有效的预

备。”关于当时的社会现状，瘦吟曾转引朱怀冰出

巡电报叙述之：“匪患连年，民物凋敝至极；各种建

设繁兴，派捐征夫材料急如星火。”正是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胡适的“无为”主张得到了常燕生、区
少干、瘦吟、熊十力等学者的大力支持。 区少干指

出：“‘无为’与‘有为’只是一个先后的程序问题。
并不是两个对立的体系。”常燕生也指出：“我认

为中国今日谈建设，必须先经过两个预备时期。 第

一个是休养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之后，人民的

能力逐渐恢复了，然后可以进入于第二个小规模培

植的时期……然后才能进入于第三个大规模建设的

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在主张无为政治的学者这

里，“无为”并不是老庄道家的原初本义，更像是对

当时政府不配“有为”的控诉。 也可以说，此时的

“无为”只是特殊时期发展建设的工具，目的是通过

无为之为以达到有为之为，正如胡适所说：“我不反

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

对害民的建设。 盲目害民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

息。”

胡适等人的论述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于是，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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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薛典曾、翟象谦、邓励豪等学者纷纷发文表示反

对。 他们极力主张“建设”，坚决反对“无为”。 在他

们看来，只有积极建设、奋起直追，国家才有望摆脱

极端贫困的现状，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 弘伯

在《我们还需要提倡无为的政治哲学吗？》一文中指

出，政治上的放任主义是欧洲 １８ 世纪的事，现在重

提无为而治可谓是传统旧思想的“借尸还魂”。 因

此，他强调“要得中国富强，必需现代化；要得现代

化，必需努力建设；要得努力建设，即政府必需有

为”。 薛典曾在《拥护建设》一文中亦指出，停止

建设和裁兵减税是目前时代局势所不允许的，“我
个人是赞成建设的，认为现在的建设或为物后，却非

物先”。 同时，传统“无为而治”的不良影响也是

不得不“有为”的主要原因。 永分在《话不是这样说

的》一文中指出，不仅无为的政治哲学是应该反对

的，就连“无为的政治”一词也是应该摒弃的，“用无

为政治的口号所生的结果，一方面是使中国的传统

的惰性政治更有生气地继续延长下去，他方面又可

以为目前不负责任的政府造玩忽民生的口实”。
针对政府官僚的腐败作风，弘伯认为贪污马虎的行

为，只能勉强算作妄为，而不是有为。 妄为或许是有

为的一种，但是有为绝不是妄为。 在此基础上，他指

出，“所以这问题的要点是不能不管政治，是要如何

设法改良政府，监督正度：教他们少扯谎，多做事；叫
他们少争个人的权利，多替国家社会的生存着

想”。 可以说，学者们对“无为”的批评主要集中

在政治方面，在他们看来，“无为”是与“建设”相互

对立的概念，是惰性政治，是过时的传统思想，只有

“建设”才是当务之急。
虽然这场辩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是，从中却

可以看出，“无为”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发展趋

势。 在“五四”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无为”概念

的形上意义被搁置，从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关键滑

落为具体时空中的特定行为方式，其本身丰富的意

义内涵也逐渐消解，最终成为平面性的具体问题。
即便在胡适等支持“无为”的知识分子这里，“无为”
也只是暂时的妥协，其与“建设”的相交不过是短暂

的“和平”，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而采取的预备措

施。 尤其是当“无为”成为具体的行为方式后，更是

直接与“听天由命、懒惰怕事”的国民性相联系，为
时人所诟病。 于是，作为经典的“无为”与现实生活

中的“无为”发生了意义偏离，这种偏离其实是一种

悖反：作为道家经典的“无为”是道家核心概念，是
具有形上意义的原则性方法；而现实生活中的“无
为”却是慵懒的代名词，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 这

种偏离延续至今，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四、余论：“无为”概念近代转化的现实意义

如上文所述，近代以来，“无为”概念的阐释呈

现出经典意义与生活意义的悖反。 从表面上看，
“无为”似乎时空化、平面化，消解于时代语境中而

失去其作为文化概念的“资格”。 事实上，消解亦是

再生。 当“无为”涤除了特定时代中关于懈怠、慵懒

的陈迹后，它的再生亦成为必然。 特别是经济高速

发展的今天，盲目“建设”的弊端逐渐显现，人与人

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无为”概念

的当代价值亦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在社会管理的推动方面，“无为”思想可发挥一

定的积极作用。 “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事实

上，“无为”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能

站在更高更长远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正如当代学者

刘笑敢所说：“如果我们把无为作为实现社会自然、
和平、稳定发展的手段，那么无为便可以重新定义或

解释为‘实有似无的社会管理行为’。 具体来说，就
是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管理程序

把社会的干涉行为减少达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

会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

开放政策中，便有一些吸收借鉴了“无为”思想，并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例如，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的

“放管服”改革，就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以
改革传统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管理水平。 “放”，一
定程度上等于“无为”，政府部门通过简政放权，把
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使市场主

体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同时，“放”
不是甩手不干，而是要以“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

前提，管住管好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保证市场主体

的有效运作。
从精神世界的塑造方面来说，“无为”概念亦具

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森舸澜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道

家“无为”思想进行分析，他指出：“无为和德不仅能

帮助我们超越身—心二元论的桎梏，这两个中国哲

学概念还能揭示自发性和人类合作的其他重要方

面，而这些方面却是现代科学此前没能关注的。 现

代科学牢牢地扎根在西方思想里，而西方思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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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点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按照西方哲学，理想

的个人不仅身心分离，而且还无比孤独……人们需

要真诚的和自发的拥抱———以无为的方式来拥

抱———如此这般价值才能发挥作用。”德国学者马

丁·布伯也指出：“无为代表了中国的智慧，这种智

慧对于克服现代西方人一味追求权力与成功的偏

向，保持自我不致丧失于空虚的成功中，是大有裨益

的。”当代社会，科学和技术在解放人类双手的同

时，也带来了更多无形的桎梏。 如何把自己从忙碌

紧张的压力和钟鸣鼎食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无为”
概念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和借鉴的原则性方法。

总之，“无为”概念并非老旧、僵化的“古董”，而
是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精华。 正如当代学者葛荣晋

所说：“‘无为’不是一个静态范畴，而是随着历史的

不断演变而随时加以修正、补充与发展，是一个不断

变化的动态范畴。”因此，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语境

下，如何发掘“无为”概念的时代价值，展示其充沛

的应对力和传承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注释

①刘笑敢：《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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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１９９１ 年创刊号。 ③〔清〕魏源：《老子本义序》，《魏源集》，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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